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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国学研究学术思想的新变（上）
○ 刘石

20世纪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激荡的一个世纪。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了20世纪开始加速，

并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经戊戌维新

到	“五四”	运动，除社会政治的变革外，思想文

化的变化也十分剧烈。西方文化在这个剧烈的变

化过程中不止是催化剂，毋宁说起到了指明灯的作

用。当时一批励志社会的有识之士以西方社会政治

思想和哲学文化为指南，对陈腐的封建旧文化进行

了摧枯拉朽式的抨击。如果说抗敌御侮、救亡图强

是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最强音，那么以民主和科学

为核心的开启民智则成为时代文化思潮的主旋律。

梁启超在那部影响颇大的《清代学术概论》开头

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

‘思’必有相当之价值	，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

者。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

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	，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

证学，四者而已。“离朱易百步而难眉睫” (韩非

语)，梁启超这部书作于上世纪的1920年，所以尚无

法立即将开启中国文化新世纪的“五四”文化思潮

收入自己的视野中。当然，作为一部论述清代学术

的书，不提及清以后也是不足怪的。不过我们应该

知道，相对于梁启超提及的这四个时期，“五四”

时期以科学和民主相号召的新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由

传统而现代的转折点，其意义因此显得空前重大和

突出。国学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

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样经历着、体现着这种历

史的变化。国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由传统向现代

的转型期，也在这时正式开始了。

“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期

进入20世纪以后，国学的命运如何？我们以

作为国学重要内容的古典文学研究为考察的实例来

看。“五四”	以前的20年，虽然身处变法维新和

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中，古典文学的因素仍然相当

浓厚。现代文学史家刘纳近些年对这段久为人忽视

的文学史作了有深度的清理。她说：“在新生的、

混乱的民国，社会的动荡正造成价值尺度的迷失，

社会制度转型期的实力政治正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适

应性受到最严厉的检验，一代文人处于试图重建价

值信心的困惑和焦虑中。与追恋古风的道德选择相

关联，他们格外迷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不仅

遗老们执拗地维护着古典文学的经验，许多曾经	

‘新’过的人也表现出复古的趋向。在民国与帝制

交替的那几年里，在一片	‘人心日非，世衰道丧’

的慨叹声中，诗文成为挽回传统文化沉沦厄运的最

后希望之所寄。这种希望中正包含着一如既往的以

文学与国运相联系的思路。”这一时期诗、	词、

古文、骈文等古典文学各体的创作均极丰富，古典

文学各体的研究同样堪称繁荣，所以刘纳将之称为

“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期。所谓“回光返

照”确可用以指古典文学各种体裁的创作情形，而

就古典文学的研究来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

后，甚至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期

间，古典文学以及整个国学研究都根本不曾中断。

王瑶先生早就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

驱者抨击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所抨击

的对象并不是历史上的桐城派或选学派，而是当时

以摹仿古人为能事的旧式文人，所以才叫‘谬种’

或‘妖孽’。”刘纳在上引书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见

解，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时常提到“五四”新文学

发难者对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激烈的否定

态度。但重读《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这两篇发难檄文，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驱的

批判矛头与其说是指向文学史上的古典作家，不如

准确说是指向当日旧文学的作者们。

中国旧文化素来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因

而以张扬二者为标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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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确实以反传统为开路先锋，

并以此著称于后世。但唯其反

对的是传统文化中民主和科学

的匮乏，传统文化的具体成果

并非为其一概拒斥，毋宁说相

反，反传统最炽烈的新文化运

动的主将们未必不从中汲取养

分，包括从中汲取反传统的养

分。胡适说：“我认定了中国

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

诗 ， 无 甚 玄 妙 ， 只 是 作 诗 更

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

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

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

缚	，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

诗体。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

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

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

饰’的诗。”连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是从古典文学中

得到启发，更不用说在新文学运动的过程中，本身还存在

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文化思想。文化激进主义、	文

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这些后人所加的名称表示着

命名者颇具倾向性的评判，是否准确这里不讨论。但当时

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文化思想的存在确是不争的事实。是

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文化思想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

悦耳动听的大合奏，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和

博大。而“在相当一个时期，一些人往往认为，在文化转

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才对文化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而

‘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向前发展

的力量。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或者说至少是值得我们重

新讨论的。在文化转型时期，对文化问题总会有三种不同

的态度，即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在20

世纪这一文化转型时期，对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不同三派都

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文化的大动荡这同一问

题，而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正是这三种

不同趋向的文化合力推动着文化的发展。”这其中，伴随

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开始的“整理国故”思潮特别值得重

视。这不仅由于它是新文化运动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

对于研究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国学研究史来说，更能从中

捕捉到新时代学术研究思想、方法和精神的新变的种种信

息，对于我们认识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转型颇有帮助。

“国粹”与“国渣”

在“五四”时期，“整理国故”作为一种文化主张

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新文化运动阵营，而是出现在1919年

初刘师培和黄侃等支持成立的“国故社”中。该社同仁

刊物《国故》1919年第1期明确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

术”的口号。但几乎同时，新文化阵营中也出现了“整

理国故”的声音。这年4月，傅斯年在自己和友人主编的

《新潮》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学问不论哪一派，现

在都不曾整理的状态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

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不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

机部分，“整理国故”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新时代的

色彩。5月，毛子水发表	《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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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国故“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

不很发达的缘故，我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

它”。11月，胡适提出“国粹国渣”说，“若要知道什

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

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到了1923年1月，

胡适又说，“‘国故’包括‘国粹’，但他又包含‘国

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余祥森也提出了类似的“两种国故”的概念。所谓“国

故二字实含有善恶两种”，前者有“高深思想，完美格

式	，浅显文字”，有“独创”性和“永久的价值”，后

者“只重字句不重思想，只重模仿不重创作，只拾前人

的余唾去压服时人，不讲人生的真理，去感发人心”。

对于前类应给与充分研究和大力弘扬	,对于后类	“正该取

深恶痛绝的态度	，岂可还去研究他”。这些均可视作新

文化运动阵营整理国故的基本出发点	，也是与当时刘师

培等守旧派因反对西学而倡言国粹实质不同之所在。

我们知道，“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是中国人历

史久远的文化情结，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作为道德和政治教

化的工具，这是传统文化人心目中的理所当然。近代文学

产生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东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

代，救亡图存与开启民智是近代文人最大的道德与治化。

他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既要输入“欧西文思”以启蒙，又

要匡时济世以救亡。传统的文学教化观和社会功利观在新

的时代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被前所未有地扩大和提升了。

梁启超作于1902	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一段

是最为典型的表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

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

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

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其后数

年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也说：“吾以

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

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这些言论虽就小说而

发，也代表着对一切文学创作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紧接

近代文学之后，反帝反封和思想启蒙仍然是继续面临的任

务。因此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评判作品的标准，研究国学

的尺度，都不可能不仍然是以有益社会的功利目的为最高

准则。20年代新文化阵营的“整理国故”，如果问它的根

本原则是什么，可以用当时一个响亮的口号来回答，就是

胡适在	《新思潮的意义》中开宗明义提出的：“研究问

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毛子水在上引文

中说：“倘若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

人”。可以这么说，“科学精神”的含义首先就是指学术

应有利于时代与社会，研究过去的国故是为建设将来的文

化的研究原则和治学理念。这一整理国故的精神和理念在

新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显示的是新的时代气息。从中已经

不难看出后来对于国故“精华糟粕”的二分模式和“古为

今用”的基本思维的雏形。这种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理念从

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当然会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它们在后来

者的继承中是否有趋于僵化和庸俗的现象，更不是它所应

承担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它对整个20世纪学术研究的

影响是至为重大的。

归纳、历史与进化

在“五四”前后，被当作学术研究思想和原则的，还

有胡适总结的“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和“归纳

的理论”：“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

哲理，而所在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

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

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	这并非胡适一人的主见，而

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归纳”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是从个别前提推出

一般性的结论，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作为人类认识和掌

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归纳的理论”本为中外古今共同具

有。胡适就说清代乾嘉学术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相互为用

的，所以“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

‘科学’的精神”、“暗合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暗合是

“不自觉”（同前）的。对于“五四”时期提倡“整理国

故”的新文化运动者来说，他们所接受的思想资源似乎更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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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来自西方的

影响和启发。郑

振铎便说：“归

纳的考察，倡始

于培根。有了这

个观念，于是近

代思想乃能大为

发展，近代科学

乃能立定了它们

的基础。”“自

归纳的考察方法

创立后，‘无征

不信’便成了诸

种学者的一个信

条。”

“ 进 化 ”

作为一种有系统

的科学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达尔文是生物进化

论的奠基者。进化论后来又被引进社会和政治学领域，

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严复是较早介绍、宣

传进化论的人物，戊戌维新派多以“物竞天择”、“优

胜劣淘”的进化思想为武器，以激发国人自强保种、救

亡图存的信心。流风所及，“五四”以来更成为影响深

远的一种文化思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宗经崇圣观

在这种进化论面前再难立足，土崩瓦解成为其必然的命

运。在文学理论界，这种进化的观念也深入人心，王国

维《宋元戏曲史·	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表明“五四”之前已经成为学者用以指导研究的一种学

术思想，“五四”前后更成为反拨积重难返的崇古和复

古之风，进行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胡适一再说：“一

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

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

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

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一时代有一时

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

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

学。”郑振铎也说：“文学是时时在前进，在变异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既然如此，一个时代也

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的研究也应该时时前进。

这自然要求对过去的一切遗产加以重估。胡适在《新思

潮的意义》中便引用尼采的话明确表示出这一点：“尼

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

郑振铎也要求“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

“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

破。无论研究一种

作品，或是研究一

时代的文学，都应

另打基础”。当时

新文化运动的支持

者包括鲁迅在内都

是 进 化 论 的 推 崇

者。进化论不仅很

快被运用于古典文

学的研究中，也体

现在文学史的撰构

中。罗根泽在30年

代评价当时的一部

文学史著作《中国

文学流变史》时就

说：“‘五四’以

前泰半是用观念论

的退化史观与载道的文学观来从事著述，例如谢无量的

《中国大文学史》和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五四’

以后则泰半是用观念论的进化观与缘情的文学观来从事

著述，例如陆侃如和冯沅君合编的《中国诗史》，郑振

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本书。	”

胡适所谓“历史的眼光”，内含颇为丰富。首先

是融入了上文所述“进化”这粒“神丹”，他在《新思

潮的意义》中就明确批评“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

进化的眼光的”，所以实是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

念”。除了“历史进化观”这层重要的含义外，还指

“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扩充国学

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

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

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

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同时还指将作品置回产生它们

的那个时代，结合它们的时代来加以研究。“每一个时

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

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

多误今人”，用顾颉刚的话说，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

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

这三种观念是否一定起到“起死回生之神丹”的作用

姑且不论，它们，尤其是后二种对本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

影响确是不可低估的。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传统文化的

全面重估，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视角的不断变化，

研究方法和批评模式的不断更新，从根本来说固然取决于

每个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却也无不与“历史的眼光”和	

“进化的观念”的影响息息相关。

人文日新

1917年至1920年，胡适（右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与金岳霖（左二）、张奚若（右一）等的合影


